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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与圣地: 人类学视角下的一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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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周城宗教信仰的会期与圣地的考察显示，会期与圣地由社会生产形态和社会结构决定，并随着社会

的转型而发生一定变化。然而，宗教一经产生便有了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即使社会形态已经产生了根本改变，宗

教会期与圣地却依旧基本坚持了原有的节奏和格局，这种不变的根源是宗教内部特点所致。宗教仍将持续对人们

的生活产生约束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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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会期与圣地是宗教组织和信仰活动的时空

设置，与社会紧密相关:“像时间和空间这样的抽象概

念，在其历史上，都无时无刻不与其相应的社会组织

密切相关”［1］。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

会的构成》一书中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

社会理论的核心［2］。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

斯坦指出，时空并不是自然的外生变量，而是纯内生

变量和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3］。由

此可见，时空对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而宗教与社会又

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涂尔干早已表达宗教的社会

性本质:“任何宗教都是对既存的人类生存条件作出

的反应，尽管形式有所不同。”［4］3“宗教明显是社会性

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 仪式是在

集体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或重

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4］11 宗教的社会性在其

时间和空间的表达上体现无疑:“日历表达了集体活

动节奏，同时又具有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则性的功能。”
“空间也是如此。……它们起源于社会”［4］12 － 13。

宗教会期与圣地起源于社会，然而，有些更具体

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会期与圣地究竟是如何表达其

社会性的?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会期与圣地是否

随之改变? 改变的幅度有多大? 变的限度或不变的

状态根源何在? 本文以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宗教

会期与圣地的实地研究为例，具体回应以上问题。
一、会期与圣地: 社会形态学意义上的安排

1. 会期。周城白族村主要有三个宗教组织: 南、
北方广莲池会和周德会( 即洞经古乐会) 。三个组织

分别在景帝庙、灵帝庙和龙泉寺三个主要圣地进行宗

教活动。三个宗教团体总人数约有两千人，占周城总

人口的 20%。其中周德会近 200 人，南片方广莲池会

有 760 多人，北片方广莲池会约有 1000 多人。这三

个宗教团体每年有着相当频繁的村内和村外宗教仪

式活动，成为宗教会期的主要参与者。三个主要宗教

组织的活动时间具体如下。
正月: 初一: 弥勒菩萨圣诞; 初九: 玉皇寿诞; 十

四: 接北本主; 十五: 搭台唱戏( 天官诞) ; 十六: 送北本

主( 主国太清寿诞) 。二月: 初三: 文昌会; 初八: 释迦

牟尼出家; 二十五: 释迦牟尼涅槃; 二十九: 观音寿诞。
三月: 初三: 杜朝选寿诞( 送驸马) ; 十五: 财神会; 十

六: 山神会; 二十: 中央皇帝祠寿诞; 二十八: 东岳大帝

寿诞。四月: 初四: 文殊菩萨寿诞; 初八: 太子寿诞; 十

五: 龙王会; 二十一: 东神龙王绕山灵。五月: 十三: 单

刀会; 二十八: 城隍会。六月: 初一: 朝南斗( 开斗会) ;

初三: 朝南斗( 韦驮菩萨圣诞) ; 初六: 朝南斗 ( 朝六

斗) ; 十九: 观音菩萨成道; 二十四: 关圣帝君寿诞。
( 另一说为初一到初六，朝六斗有六天，主要是南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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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池会举办。) 七月: 初一: 老祖宗寿诞 ( 打开地狱

门) ; 初七: 魁星夫子金甲神君; 十五: 水官诞 ( 地官

诞) ; 十八: 赵木郎寿诞; 三十: 地藏王菩萨圣诞。八

月: 初三: 灶君诞; 初八: 谷子诞; 十五: 观音老祖寿诞;

二十四: 孔子诞。九月: 初一: 九皇会; 初三: 九皇会;

初六: 九皇会; 初九: 九皇会。( 另一说为朝九斗南方

广莲池会是九天，周德会则只有一天) 十月: 十五: 水

官诞( 地官诞) ; 十八: 地母寿诞。十一月: 十七: 阿弥

陀佛寿诞; 十九: 太阳诞。腊月: 初八: 释迦牟尼成道;

二十三: 灶君升天［5］。
从会期时间( 按天算) 来看，正月: 5 天; 二月: 4

天; 三月: 5 天; 四月: 4 天; 五月: 2 天; 六月: 5 天( 另一

说为 8 天) ; 七月: 5 天; 八月: 4 天; 九月: 4 天( 另一说

为 9 天) ; 十月: 2 天; 十一月: 2 天; 十二月: 2 天。显

然，会期有高潮和低潮( 一年之中) ，从正月开始到七

月，不同类别的会期较多，有 25( 或 28) 个会期，平均

每月超过 4 个，从八月开始则是另外的转折: 除了 8
月和正月各 4 个，其他四个月一共 7 个，平均不足 2
个宗教会期。即使按九月 9 天来算，8 － 12 月仍是相

对低潮时期。
宗教活动的会期到底是如何决定的? 无疑，这里

有诸多因素是与宗教本身相关的，比如释迦牟尼的涅

槃时间、观音菩萨的寿诞、本主的寿诞等，这些都是宗

教人物固有的而无法改变。然而，纵观一年的宗教会

期，我们仍可以看到，山神会、财神会、龙王会、城隍会

等这些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祭祀活动多放在上半

年，这也是自 2 － 7 月宗教会期形成一年的高潮的半

期。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与周城农业的生产形态是

紧密相关的。周城农作物多春种秋收，也有一些作物

是秋种春收，于是宗教会期及仪式在春、秋更多，这与

人们对农耕的祈福无疑很相关。可见，会期的形成同

农业社会形态是紧密相连的。
此外，如果将每个月的上会次数、人数与农忙周

期结合起来，可以发现: 农忙时节，会期安排比较少，

上会人数也少。在农闲时节，特别是丰收过后时节和

农作物正在生长的时节，会期安排比较紧密，这时候

出现了一年当中两次集体欢腾的高点: 从居住区为单

位祭祀的火把节和由全部村民参与祭祀的本主节，分

别在正月和六月。而根据陈鑫的调查，三大宗教组织

上会登记簿显示: 上会人数确实会伴随月份变化，其

中正月、十二月、九月和六月上会人数最集中，这也正

是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即农闲时间，更说明会期与周

城的农时农事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会期从根本上还是体现了

社会形态学的意义，即，是当地社会形态、农业生产的

节奏决定了宗教会期的节奏，而非相反，从而印证了

涂尔干和莫斯所说的“宗教的社会性”观点，这与莫

斯在爱斯基摩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爱斯基摩人的)

宗教具有与他们组织相同的节奏。”［6］

2. 圣地。再来看圣地的安排。周城的寺庙总结

起来说就是一寺十六庙，具体如下:

南( 6 庙) : 1． 景帝庙在村中南，供奉大黑天神、景
帝、赵木郎、财神、子孙娘娘、地藏王、地母、观音; 2． 南

山脚山神庙( 旧址) 在魁阁山南麓，南山脚山神庙( 新

址) 在魁阁山南麓，供奉土神、财神、山神; 3． 南片田中

山神庙在南边田中，供奉山神、土地神、财神( 像毁) ;

4． 祭天台山神庙在村西，供奉山神、土地神; 5． 桃溪涧

龙王庙在南边山中，供奉龙王( 庙毁像存) ; 6． 大柳树

龙王庙在村东南，供奉龙王。
中( 4 庙 1 寺) : 1. 旗鼓山最高山神庙在山下，段

隆庙北边，供奉龙王、土地神、山神; 2. 公墓后面山神

庙在公墓后，段隆庙南，供奉土地神、山神; 3． 大宝甸

山神庙在村西，供奉山神，土地神( 石碑) ; 4． 段隆龙王

庙在山脚，供奉二世祖段隆。5． 龙泉寺在村子中央，

居中心之地，庙内供奉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文昌帝、
关帝、观音老祖。

北( 6 庙) : 1． 灵帝庙( 旧址) 在村中北九年制学校

内，供奉杜朝选、景帝、太子、大娘娘、二娘娘; 灵帝庙

( 新址) 在村外北边，供奉杜朝选、景帝、太子、魁星、地
母、财神、观音娘娘; 2． 灵帝庙后第一山神庙在，北灵

帝庙后 60 米，供奉土地神、山神; 3． 灵帝庙后第二山

神庙在北边田中，供奉山神、土地神( 石碑) ; 4． 北山脚

山神庙在北边山脚，供奉山神、土地神、财神; 5． 龙王

三太子庙在北边山脚，供奉龙王三太子( 像毁) ; 6． 北

边最大龙王庙在北边山脚，供奉龙王、土水龙头。
从空间整体布局上说，南北中数量上基本相等，

唯一的龙泉寺居中，南北各一个本主庙。从南北本主

所对应的地域、姓氏、性别和功能之别来看也是基本

平衡的: 1 －8 社一般在南本主庙活动，9 － 16 社主要

在北本主庙活动; 张、杨、李、董、段、赵基本在南本主

庙活动，而苏、周、王、桂、倪、何、陈、费则在北本主庙

活动; 男性主要在南本主庙活动，而女性则主要在北

本主庙活动; 结婚、取乳名、叫魂、落成、白事等人生中

的生死大事多在南本主庙进行，而宗教盛会如本主节

则在北本主庙进行。在人们的具体宗教实践中虽并

不是如此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基本的格局如上，显示

了宗教圣地在村庄分布的空间均衡和结构均衡。
从宗教圣地的选择来看，周城的一寺十六庙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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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社会性原则，不仅照顾了性别的区分，还有南

北、不同地域和不同姓氏( 血缘) 的均衡结构关系，而

且从数量上看也是南北中基本均衡的态势，说明圣地

的空间选择仍然是社会性的，与人口的血缘、地域、居
住的空间及两性分工紧密相关。

二、会期与圣地: 变与不变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宗教会期在周城已经有

了细微的变化。
除了上文讲到的农忙季节会期人数减少外，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旺季会期人数也大量减少。同

时，年轻人特别是 20 岁以下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已经

弄不清楚不同寺庙里供奉的是谁。而会期上，他们除

了知道本主节和火把节是哪一天以外，其他节日和会

期都“不知道”、“说不准”。当然，由于求学和打工的

原因，他们的参与更是极少，他们对宗教的信奉热情

和虔诚度也大打折扣，“世俗化”的倾向在年轻人身

上非常明显。
春节敬香的活动给我们的宗教会期的变迁研究

提供了更多的启示。春节在白族不算是一个热闹狂

欢的节日，这极大地有别于汉族传统习俗，但本主庙

却香火鼎盛，热闹非凡。北方广莲池会会长段继仁告

诉我们，从初一夜里十二点开始就不断有人来烧香拜

本主，一直要持续两天，每家每户都想早点来，一是讨

个平安顺利的好彩头，还有一个是不耽误第二天白天

的工作，这工作可能是农活、做生意或者打工。如今

人们越来越早地往前赶时间，不再拘泥于初一初二吃

素、初三敬香后才能吃荤的传统习惯。这个风俗习惯

是由于本主赵木郎初三才从佛教圣地鸡足山朝佛回

来，因此初三之前不能吃荤。这种习俗在由原先的步

行去鸡足山接本主变为乘车来往之后便出现了上香

时间的变化，一般农历二十八去鸡足山，三十就能回

来，因此周城大部分村民恪守初一吃素的同时，将上

香时间提前到了初一晚上或初二白天。
上述变迁背后的原因无疑与周城的经济生产活

动的改变紧密相关。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手工

扎染成为周城的支柱产业之一，扎染工艺品闻名中

外，给周城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几十年间，周

城染布作坊数量骤增，形成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由

于人们逐渐富足，人口不断增加，土地用于住房的面

积增加侵占了农田。由于用地紧张，村庄不得不向

西、向北扩展，导致距离村庄较近的山神庙不得不向

后迁建。如今，周城全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于零点三

亩，种植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3%，而二三产业收入

占总收入的 80%多，由此可见，周城村民仅凭借土地

来维持基本生活的传统难以为继。随着近十多年周

城扎染业的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在

村中难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于是外出打工的人数逐渐

增多，很多家庭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年轻人肩负生活

重担，前往丽江、腾冲等地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这不

仅造成了宗教仪式主体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老年

人，而且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在传承上也出现了断

层，年轻人对本主等信仰不断弱化。此外，经济的发

展、交通条件的便利促使会期时间缩短，人们会在传

统习俗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快地打破束缚自身

以迎合宗教传统的“禁欲苦行”。在社会生产生活与

宗教仪式相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会策略性地选择一个

“两全其美”的方法兼顾，甚至使宗教仪式让步于世

俗生活。
再来看圣地的变化。在禁止宗教信仰的特殊年

代，无法在圣地进行宗教活动，当地人就把宗教活动

放在宗教成员的家里进行。“我们方广莲池会在文革

那个时候不会去庙里，一进去庙子里就会被说成‘装

牛鬼蛇神’，所以我们悄悄地去会员家里进行。“( 杨

宗运口述，陈鑫记录) 而在宗教信仰自由恢复以后，圣

地得以重建，圣地出现新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

是灵帝庙的搬迁，是“以庙让校”。周城灵帝庙迁建

记事碑文记载:“灵帝庙旧址位于现在周城九年制学

校校园西北面( 即银相寺西北面) ，2008 年，灵帝庙年

久失修，大殿檐塌漏雨，活动令人难堪。周城村有识

之士提出修缮灵帝庙的建议得到周城村‘两委’会的

同意后，修缮形成社会氛围。但是，由于灵帝庙庙址

狭窄，周城人口不断增加的现状，灵帝庙已适应不了

弘扬本主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灵帝庙与周城九年

制学校校园相邻，本主文化活动干扰学校的教学。在

矛盾交错中，修缮领导组集思广益，优选并实施了‘以

庙让校’的迁建灵帝庙方案。”新庙选址在北边邻近

村庄的山神庙旁边，有大青树为依托，而新灵帝庙与

山神庙“位列不称”，于是将山神庙迁建到灵帝庙后

五十米处，2009 年 7 月竣工。具体来说，圣地随着社

会变迁而发生着如下变化。
1. 由小到大。景帝庙和龙泉寺原先只有中间大

殿，在 1997 －2004 年间逐渐扩建至今天的规模，据南

片方广莲池会副会长介绍，景帝庙已将正殿后的建筑

买下，准备扩建。灵帝庙既由原来的规模扩建，又将

庙址迁移。
2. 从无到有。2000 年朱炳祥教授走访周城村，

整理出一寺十四庙。陈鑫等人找到新增加的两个庙

分别为: 位于村东南的大柳树龙王庙和 2010 年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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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宝甸山神庙。
3. 从有到无。据朱炳祥教授和周城村民段清的

回忆，在村南山脚曾经有一个龙王庙，此次田野调查

多次寻找未果。断定已经消失。
4. 位置变化。南片田中山神庙原址在石佛路的

最西头，二十年前，把庙往山的方向( 西) 后移了 200
米，最后移到了田中。南山脚山神庙之前的旧址在魁

阁山南麓，而迁庙之后的新址在仅十米之隔的路南

方，不仅位置发生了移动，且面积是旧址的五倍之上，

而旧址已经被石块和水泥封死。
5. 损毁。桃溪涧龙王庙原来有庙，后因洪水将

庙冲毁，现仅余龙王神像在深山，人迹罕至。北第二

山神庙和三月三龙王三太子庙的神像被毁，仅余十字

木胚，据守林员介绍，这两个庙的损毁属人为破坏。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宗教的会期与圣地是在不

断改变的，当然，从其整体来看，这种变化相对于社会

生活的巨大变迁而言是很细微的。比如虽然年轻人

普遍不怎么“信神”，但随着他们逐渐归乡，年龄逐渐

老去，他们仍有越来越积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的趋

势。同时，即使再忙，人们哪怕略微调整原有会期，仍

会坚持参与，会期日子虽有调整，大致时间无根本变

化。即使圣地发生了位置改变，如因担心火灾而迁移

山神庙( 说明科学观进入了宗教领域) ，或是形态发

生变化，如有的扩建( 旅游产业的促进，经济观对宗教

的影响) ，有的甚至消亡，但寺庙总体规格是不断变大

而非缩小。这又说明，在变化之中，更多的还是不变。
而对其背后的原因，下文将作解释说明。

三、不同宗教信仰的时空重合与内容杂糅———一

个变迁的视角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宗教会期与圣地的变与不变?

依照涂尔干、莫斯、葛兰言等人的观点，宗教的变化只

是社会变化的一个表现，归根结底是社会决定了宗教

变化的范围和大小。然而，这样一个笼统的结论很难

解释具体的宗教现象。以周城而言，从其生产方式来

看，农业生产早就不是周城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大

部分宗教会期仍然坚持了最初制定的节奏，同时，圣

地虽然总是对新的生活状况予以让步( 以庙让学) ，

但圣地分布的空间均衡状况和结构性均衡( 性别之间

的、地域之间的、不同村社之间的、姓氏之间的) 仍是

常态。如何理解这种不变的变迁形态呢?

本文根据周城的经验提出另一种视角，即从宗教

信仰内在的特点来反观宗教会期与圣地的变与不变。
周城宗教信仰本身呈现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同宗教信

仰的时空重合、内容交叉，同一种宗教信仰内部内容

杂糅，包罗万象，形成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和推动力。
也就是说，周城宗教信仰本身由于其内容的庞杂多样

及包容性，实际上形成了对新的社会格局的一种灵活

的调适能力。
首先来看宗教会期的重合。周城一共有 44 个会

期日( 如果朝六斗和朝九斗各按 6 天和 9 天计划，那

一共是 52 个会期日子，但绝大多数文献和口述资料

都显示这两个会期一般只有 3 天和 4 天) ，大约 37 个

之多的信仰内容。其中，南北方广莲池会两个一起办

的有 5 个; 南方广莲池会和周德会一起办的有 1 个;

北方广莲池会与周德会一起办的有 4 个; 三个组织同

时办的有 24 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会期是不同

宗教组织的共通会期，而且其内容也基本一样。
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这种会期及祭祀的重合，更为

重要的是同一庙宇供奉的神灵本身也是多元的。比

如景帝庙，作为著名的本主庙，功德碑( 2010) 记载:

“景帝庙是周城村第一本主庙，在白族人民生活中信

仰组普遍的是植根于白族村社生活和民族意识中的

本主文化。”也就是从纯正的信仰来说，这本来应该只

供奉本主赵木郎，但事实上，正如上文提到的，庙内供

奉本主赵木郎，位于大殿中央，还有大黑天神、景帝、
财神、子孙娘娘、地藏王、地母、观音等佛道神祗，佛道

本主并举。另一个本主庙灵帝庙也是如此，供奉的不

仅有本主杜朝选、二位娘娘，还有太子和景帝等，不仅

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同样是多样

化的。
再看龙泉寺。龙泉寺的主体工程为二层三间品

字形结构大殿、南北两栋厢房和寺院大门，形成一座

三合院寺宇。楼上是玉皇大帝; 楼下三开间的中间塑

有如来佛祖，左边塑有孔子，右边是太上老君; 左开间

内独塑大黑天神，右开间有达摩祖师; 寺大门左右分

别塑有哼哈二将。武庙正殿供奉的中为关圣帝，左有

关平捧印，右有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文昌宫正殿中

间供奉为天辰张星文昌帝君，左陪侍汉代鸿儒董仲

舒，右为八十二岁中举的梁颢［5］163。这是一种典型的

三教合一的情况。
庙宇同时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庙宇为依托

的宗教会期更是将不同的宗教组织融合在一起，除了

上述我们说过的不同宗教组织在同一会期的活动外，

我们也看到同一宗教组织和庙宇一样，其信仰和祭祀

的神灵是多元和杂糅的。比如周德会唱颂的神灵既

有道家的元始天尊、玉皇大帝，也有佛家的观音菩萨，

还有孔子、关羽及本主。据周德会现任会长李永镇讲

述，周德会弹的经书有 24 部，大洞心经、观音经、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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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藏经、灶君经、玉皇经等，也是儒释道杂糅的。
不仅如此，宗教活动并不只是容括了宗教内容，

也将世俗生活纳入其中。周德会除了上述的祭祀和

弹唱内容以及固定的会期和宗教仪式外，还包括了其

他活动。周德会会员或者其亲人过世，周德会的成员

会去白事演奏洞经音乐。大理文化局在三月三举办

的三月街活动，周德会每年都会参加，还曾多次获奖，

在龙泉寺北厢房一楼的大堂挂有许多获奖证书和周

德会参加活动的合影。周德会的参加者多是村里举

足轻重的男性，不仅有经济基础，而且德高望重，每一

代领导者对洞经文化的传承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每

次上会的演奏活动都严格要求，质量很高。这实际上

是宗教活动对世俗活动的接纳与融合。
此外，祭祀本主的本主节活动也不仅有三大组织

的会长们出面，周城的村干部也会参与商量以确定本

主节的庆祝过程和细节。而就本主节活动的具体内

容来看，迎神、祭神固然是重要的内容，而最热闹的却

是古戏台上唱戏，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唱到晚上十一

点左右。唱戏的时候天天挤满了人，前排的人自带板

凳，后排的人垫着脚尖或者挤着站在大青树下的台子

上看戏。本主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这三天找一

个时间来本主面前敬拜，捐功德，烧香祈福，而且回到

家里会宴请亲朋好友，比过年的时候还隆重热闹。
由此可以看到，周城的同一宗教组织其信仰的内

容是庞杂和多样的，不同的宗教组织互有融合与交

叉。不同庙宇供奉的神灵稍有差别，却也有诸多相

同，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也非截然分开，而是常有融

合与交叉，这样的信仰特点本身促使宗教活动拥有了

包容力和对变化的适应力，即使在世俗生活越来越冲

击宗教生活的今天，在周城来说，宗教的变化却非那

么大，其根本就是宗教本身就具有了强大的容纳力，

这样的宗教特点决定了周城宗教会期与圣地的变化

是微弱的。
四、简短的结论

作为白族村庄，周城的宗教信仰所呈现出的特点

和葛兰言、杨庆堃等人对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研究结

论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葛兰言在《中国人的信仰》
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并没有按照宗教信仰把人们分

成不同的群体; 按照以往的传统，中国人会同时向和

尚或道士求助，甚至是有文化的人、官员。”［7］马克

斯·韦伯曾将中国民间信仰概括为“功能性神灵的大

杂烩。”杨庆堃据此指出，中国传统的宗教是一种分散

性而非制度性宗教，其显著特点按金耀基、范丽珠在

为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序言所言所写就是

“教义、仪式与组织都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生活与制度

混为一体。”［8］11 分散性宗教的显著特点是致力于对

传统的支持而非破坏，即“有力的支持着现存制度的

价值和习俗。对过去的一切给予支持是分散性宗教

和多神崇拜的一个特征”［8］272 依据他们的解释，正是

因为中国宗教的功能大杂糅、分散性的特点，决定了

中国的民间宗教与世俗生活其实有内在的千丝万缕

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于传统的支持与保守力。
而杨庆堃也曾明确提出，分散性宗教在中国已经

失去存在的基础，没落不可避免［8］274。从当前云南周

城白族村庄的调查来看，这一结论也许还为时尚早。
葛兰言和马克斯·韦伯都认为中国人本质上对宗教

漠不关心，但从周城的实际情况来看，宗教生活是周

城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仍以其强大的生

命力构筑了百姓的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M］． 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4．

［2］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8．

［3］ 芭芭拉·亚当． 时间与社会理论［M］． 金梦兰，译． 北京: 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爱弥儿·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2011．

［5］ 郝翔，朱炳祥． 周城文化: 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6］ 马塞尔·莫斯． 社会学与人类学［M］． 佘碧平，译． 上海: 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3: 368．

［7］ 葛兰言． 中国人的信仰［M］． 汪润，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 132．

［8］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

之研究［M］． 范丽珠，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责任编辑 马 旭)

23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